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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鱼”如何带来创新？恢复体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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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文章探索了时间窃取行为的过犹不及效应, 分析其如何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产

生影响, 以及正念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情景回顾实验的 182 份样本和三轮问卷调研的 503 份领导−员工配对数据进

行统计检验, 结果发现：(1)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呈倒 U 型关系, 并进一步对创新行为产生影响; (2)正念调节了时间

窃取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即员工的正念水平越高, 时间窃取对恢复体验的影响以及通过恢复体验对

创新行为的间接作用越强。文章发现时间窃取可以作为一种工作内恢复形式影响员工的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 这

一观点丰富了时间窃取相关文献, 拓展了工作内恢复的效果和机制研究, 同时也为管理员工“摸鱼”提供了实践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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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当今竞争激烈和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 员工

常常面临着工作事务蔓延到非工作时间、工作时间

延长、工作与生活边界日益模糊等压力(Steffensen 

et al., 2022; Xu et al., 2023)。在这样的背景下, 越来

越多的员工选择在工作时间进行“摸鱼”, 比如闲

聊、休息时间过长等(Brock et al., 2013; Martin et al., 

2010)。特别是,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员

工的“摸鱼”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频次也越

来越高, 这对企业管理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 也引

起了管理者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Brock et al., 2013; 

Hu et al., 2023; Xu et al., 2023)。 

“摸鱼”一词源自“浑水摸鱼”, 原意为趁形势混

乱私自攫取利益, 后引申为不认真工作的表现。学

者们通常使用时间窃取这一概念来指代员工的职

场“摸鱼”行为, 即“员工在工作时间从事未经批准

的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Martin et al., 2010)。正如“摸

鱼”常隐含贬义, 以往大多数研究将时间窃取视为

一种有意伤害组织的偏差行为(Ketchen et al., 2008; 

Martin et al., 2010), 认为从事该行为本身会消耗可

用资源 , 并削弱员工随后从事积极行为的能力

(Harold et al., 2022)。但也有学者提出, 时间窃取不

一定是故意伤害组织的行为(Brock et al., 2013), 也

可能是一种应对压力的自我保护行为 (Xu et al., 

2023)。例如, 有研究发现, 员工在经历情感和认知

资源消耗后, 为避免进一步资源损失而进行时间窃

取(Harold et al., 2022; Xu et al., 2023), 甚至通过时

间窃取获取新的资源(Methot et al., 2021)。这些研

究表明：从事时间窃取既可能获取资源, 也可能损

失资源。但目前关于时间窃取何时带来资源收益、

何时带来资源损失的研究仍然很少, 无法解释以往

研究发现的矛盾机制。本研究认为, 员工在从事不

同程度的时间窃取时所获得的体验可能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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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 适量的时间窃取不易被人察觉, 能帮助

员工获得更多积极体验和资源, 促使员工更好地从

工作应激中恢复; 而过量的时间窃取易被发现与惩

罚, 并引发更多消极体验, 阻碍员工资源的恢复与

重建。因此, 本文的第一个研究目的是探索时间窃

取的这种“过犹不及”效应, 并依据资源保存理论提

出时间窃取和恢复体验之间可能存在倒 U 形关系。 

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检验正念是否为时

间窃取影响恢复体验的重要边界条件。依据恢复体

验的相关研究和理论, 员工的意识和注意力从工作

任务中脱离是获得恢复体验的关键前提 (Chong 

et al., 2020; Sonnentag & Fritz, 2015)。正念作为一

种管控当下注意力和下意识行为的有效特质(郑晓

明, 倪丹, 2018), 能够通过关注当下的方式, 帮助

员工在工作任务和非工作活动之间灵活地切换和

控制意识和注意力(Chong et al., 2020)。因此, 我们

推测, 利用时间窃取所获得的恢复体验可能因人而

异, 高正念水平的员工在从事时间窃取时, 能更迅

速地把注意力转移并聚焦到非工作活动上, 更敏锐

地感知到时间窃取所带来的恢复体验。 

此外, 为揭示时间窃取的深层次影响, 本文提

出第三个研究目的：探讨员工通过时间窃取获得的

恢复体验如何影响其后续的创新行为。创新行为不

仅能反映员工的工作表现, 更是企业持续获得竞争

优势的关键因素(Babalola et al., 2021)。尽管研究表

明, 工作外的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Eschleman et al., 2014), 但鲜有研究探讨工作内

恢复体验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 适量

的时间窃取能够帮助员工即时修复和重建工作中

所消耗的资源(无需等待下班和休息日), 这种即时

的恢复体验可能会进一步对创新行为产生更直接

的正面影响。 

综上,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

有调节的间接效应模型(如图 1), 并拟从三个方面

做出理论贡献：首先,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视

角, 即时间窃取于组织而言并不总是有害的, 也存

在一定的积极效应, 并探索了时间窃取如何作为一

种工作内恢复形式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这一观点

挑战了以往将时间窃取视为生产偏差行为的传统

看法(Ketchen et al., 2008; Martin et al., 2010), 增加

了我们对时间窃取行为的认识。其次, 本研究揭示

了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以及其

对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这不仅解释了时间窃取是

如何过犹不及的, 还丰富和拓展了时间窃取的后效

研究。最后, 本研究探讨了正念在调节时间窃取与

恢复体验及创新行为之间关系时的双重作用, 展现

了其在不同程度的时间窃取行为中所带来的积极

效应与潜在成本, 为时间窃取对员工产生差异化影

响提供了理论解释。 
 

 
 

图 1  理论模型 
 

1.1  时间窃取行为与恢复体验之间的曲线关系 
恢复体验是指员工从工作应激中恢复的心理

过程, 包括与资源保护有关的心理脱离(不再思考

工作事务)和放松体验(低应激水平)、与资源获取有

关的掌握体验(克服新挑战或学习新技能)和控制体

验(自主决定时间分配和活动安排) (Bennett et al., 

2018; Sonnentag & Fritz, 2007; 吴伟炯 等, 2012)。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个体有动力保护现有资源, 并

通过资源投资活动获取新的资源 , 实现资源重建 , 

进一步恢复损失的资源(Hobfoll, 1989)。而时间窃

取向员工提供了暂时从工作需求中脱离出来的机

会, 停止现有资源损耗, 并且允许员工在工作时间

“即时”补充所消耗的个人资源以及建立新资源(Xu 

et al., 2023; Zhu et al., 2019)。因此, 有理由认为时

间窃取可以作为一种压力应对手段, 影响员工的恢

复体验。然而, 鉴于时间窃取具有可隐蔽性和未经

批准性特点(Lorinkova & Perry, 2017), 这种影响是

复杂的, 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一方面, 通过适量的时间窃取行为, 员工可以

暂时从工作需求中解脱出来 , 避免持续消耗资源

(Bakker et al., 2013; Sonnentag & Fritz, 2007), 从而

减少工作带来的疲劳并改善情绪(Zhu et al., 2019)。

这时 , 员工可以暂时不用去思考与工作有关的事 , 

降低了自身应激水平, 实现心理脱离并获得放松体

验 。 而 且 中 低 水 平 的 时 间 窃 取 具 有 隐 蔽 性

(Lorinkova & Perry, 2017), 不易被领导和同事察觉, 

员工可以决定自己做什么 , 从中获得一种控制体

验。另外, 时间窃取也为员工提供了接受挑战性体

验的机会, 例如上班时间玩解谜游戏。这时员工可

以暂时摆脱工作角色的限制, 探索个人兴趣, 并从

应对挑战中感受到能力感与成就感, 获得掌握体验

(Sonnentag & Fritz, 2007)。因此, 在时间窃取处于

中低水平时, 随着时间窃取行为的增加, 员工的恢

复体验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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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时间窃取并非越多越好, 因为它是

未经组织批准的, 会给员工招致批评与惩罚。尽管

短期内具有隐蔽性, 但当时间窃取超过一定水平时, 

很可能会被察觉 , 导致同事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

(Ketchen et al., 2008), 甚至可能会激怒领导和同

事。为了不被排斥和惩罚 , 员工会更加小心翼翼 , 

甚至采取各种手段包装时间窃取行为(Baskin et al., 

2017), 这反而会消耗个体的内部资源 , 提升员工

的应激水平, 降低放松体验。同时, 这也降低了员

工在决定时间窃取行为的内容、时间和频率方面的

灵活性, 削弱了员工的控制体验。另外, 员工从事

的时间窃取越多, 其可隐蔽性优势越少, 预期的风

险与惩罚强度越大, 消极体验越多。这些消极体验

不仅会引发员工的焦虑和对工作的消极反刍

(Hunter & Wu, 2016), 阻碍员工的心理脱离, 也增

加了员工在上班时间获得与工作无关的挑战应对

经验和学习新技能的难度, 降低获得掌握体验的可

能。也就是说, 当时间窃取超过一定水平时, 反而

会给员工带来资源损失。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损失

优先原则, 相比于资源获得, 资源损失对个体的影

响更快, 持续时间也更长(Hobfoll et al., 2018)。因

此, 在时间窃取处于中高水平时, 随着时间窃取行

为的增加, 员工的恢复体验反而会降低。综上所述, 

本研究假设： 

H1：时间窃取行为与恢复体验呈倒 U 型关系。 

1.2  恢复体验与创新行为 
创新行为是指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产生创新性

想法和解决方案 , 并努力付诸于实践的行为表现

(Scott & Bruce, 1994)。从事创新行为需要员工投入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 并承担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Anderson et al., 2014; Yuan & Woodman, 2021), 这

会损耗创新主体的情感、认知等资源。根据资源保

存理论, 个体会积极地获得、保护和建设资源, 拥

有较多资源的个体更有能力和动力从事资源投资

活动, 以获取新资源(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2018)。因此, 本研究认为通过时间窃取获得的恢复

体验对员工创新行为有积极影响, 因为这种恢复体

验意味着即时的资源补充与重建。具体来说, 恢复

体验主要包括放松、心理脱离、掌握和控制

(Sonnentag & Fritz, 2007)。首先, 放松体验可以降

低员工的应激水平, 心理脱离允许员工在精神上脱

离工作, 这可以避免进一步资源损失, 还有助于形

成积极情绪(Zhang et al., 2023)。积极情绪往往更容

易带来有趣的、广泛的、发散的思维和新的想法

(Vahle-Hinz et al., 2017), 促进创新行为。其次, 掌握

体验为员工提供了接受挑战和学习新技能的机会, 

能给员工带来技能、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等内部资源

(Eschleman et al., 2014)。而创新行为恰恰需要运用

和开发特定领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Anderson 

et al., 2014; 尹奎 等, 2022)并需要自我效能感作为

激励因素(Mao et al., 2021; Ng et al., 2022; 姜平 

等, 2020)。最后, 研究表明, 创新行为往往是非常

规的, 需要一定的行动自由度来积极寻求与落实新

的想法(van Knippenberg & Hirst, 2020), 而控制体

验——能够决定如何分配工作时间以及安排非工

作活动——恰能满足这一条件。综合以上分析, 本

研究假设： 

H2：恢复体验与创新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如上文所述, 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可以帮助员

工获得恢复体验, 保护他们剩余的资源并即时恢复

已损耗的资源。通过恢复体验, 员工可以重新补充

他们在工作期间已经耗尽的资源。一旦资源得到即

时补充, 员工更有可能在工作中感到精力充沛, 更

有意愿和能力去从事创新行为。然而, 当从事高水

平的时间窃取时, 员工更容易感到焦虑并对工作产

生消极反刍(Methot et al., 2021), 这时员工的恢复

体验反而会降低, 这意味着更少的资源补充。而创

新行为作为一种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Scott & 

Bruce, 1994; 秦许宁 等, 2022), 不仅要承担不确

定性风险, 还会额外消耗员工大量的资源(朱金强 

等, 2020)。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个体的资源是有限

的, 如果个体不能获得足够资源, 则会倾向于保存

现有资源(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2018)。也就

是说, 当员工恢复体验不足时, 他们往往不会将资

源与精力花费在耗时且高风险的创新行为上, 进而

会减少创新行为 (宋孜宇 , 高中华 , 2020; Vahle− 

Hinz et al., 2017; 朱金强 等, 2020)。基于以上推理, 

本研究假设： 

H3：时间窃取通过恢复体验间接影响创新行为。 

1.3  正念的调节作用 
正念是一种有意识地聚焦于当下体验而不对

过去和未来加以批判的心理特征(Brown & Ryan, 

2003)。它可以帮助个体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意识与

注意力 (Bergin & Pakenham, 2016; Fisher et al., 

2019; 倪丹 等, 2021), 并提高个体对周围情景线

索的敏感度(Kao et al., 2021)。因此, 高正念的员工

在从事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时, 能够迅速灵活地将

注意力从工作中转移出来, 使因工作激活的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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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系统得以恢复(Bakker et al., 2013; Sonnentag & 

Fritz, 2007)。并且高正念的员工还能专注于当前所

从事的非工作活动, 持续地稳定他们的注意力, 以

便在他们分心时将注意力带回这些与工作无关的

活动(Good et al., 2016; 张静 等, 2017), 从而获得

更好的恢复体验。但当从事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

时, 随着行为隐蔽性的降低, 高正念的员工更容易

察觉到周围的情景线索(如同事的不满), 意识到行

为的不妥, 并感受到更多来自组织规范和道德标准

的压力(Hülsheger et al., 2021)。这种压力感知可能

增加他们的负面情绪如内疚(Hülsheger et al., 2021), 

进而削弱他们通过时间窃取这种违规行为获得恢

复体验的能力。 

相比之下, 低正念的员工不太关注当下体验。

当从事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时, 他们往往继续思考

与工作有关的问题, 难以专注于时间窃取带来的恢

复体验(Brown & Ryan, 2003)。换句话说, 在参与适

量的休息、闲聊等非工作活动时, 他们的思绪随时

可能会跳跃到对工作的考虑与担忧上(Chong et al., 

2020; Smallwood & Schooler, 2015), 这减缓了身心

系统的恢复。同样地, 在从事高水平的时间窃取时, 

由于缺乏对情景线索的敏感度(Kao et al., 2021), 

低正念的员工往往难以察觉到自己的处境和潜在

的风险与惩罚, 从而减少了自身的应激与焦虑。这

种无意识状态使得低正念员工不易受到当前环境

压力的影响, 从而降低了从过量时间窃取中获得恢

复体验的难度。因此, 对于低正念水平的员工而言, 

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的倒 U 形关系将不那么

明显。综上, 我们假设： 

H4：正念会调节时间窃取行为与恢复体验之间

的倒 U 型关系。相比于低正念员工, 高正念员工的

时间窃取行为与恢复体验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更强。 

基于假设 3 和假设 4, 我们认为时间窃取通过

恢复体验与创新行为呈现间接曲线关系, 而正念调

节了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的曲线关系。因此我

们推测, 正念对时间窃取与创新行为之间的间接曲

线效应也具有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 这种通过恢复

体验的间接曲线效应在正念水平高的员工中更为

显著。因此, 我们假设： 

H5：正念调节了时间窃取对创新行为的间接效

应。员工的正念水平越高, 时间窃取通过恢复体验

影响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越强, 反之越弱。 

1.4  研究概览 
本研究旨在考察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的

倒 U 型关系和边界条件, 以及对后续创新行为的影

响。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模型, 我们采用实验研究和

实地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以建立内外部效度。研究 1

采用情景回顾实验设计, 通过操纵时间窃取来检验

模型的前半段, 即时间窃取对恢复体验的影响以及

正念特质的调节作用。研究 2 采用分时点的领导−

员工配对数据进行全模型的检验, 进一步验证并拓

展了研究 1 的结论, 从而提高整体模型的可靠性。 

2  研究 1：情景回顾实验 

2.1  样本和程序 
本研究使用 G*Power (Faul et al., 2009)计算实

验所需的样本量, 设定中等效应量 f = 0.25, 显著性

水平 α = 0.05, 要达到 1 − β = 0.80 的检验效能, 至

少需要 158 名被试参与实验。我们借助问卷星平台

招募被试, 并进行了一项预筛选调查, 共有 182 名

符合条件的被试自愿进入到正式实验阶段。筛选条

件包括：符合在职员工身份, 且经历过三种不同强

度的时间窃取体验(从事过低时间窃取行为、中时

间窃取行为和高时间窃取行为)。此外, 为确保被试

认真填答, 本研究在实验问卷中设置了注意力检测

题, 填答通过的被试能获得一定的报酬。最终, 我

们收到了 182 名被试的实验结果。其中, 男性 83

名, 占比 45.60%, 平均年龄为 33 岁(SD = 5.58), 

90.10%接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 , 平均工作年限为

7.22 年(SD = 4.67)。 

实验采用单因素 3 水平被试间设计, 所有被试

被随机分配到“低时间窃取” (N = 61)、“中时间窃

取” (N = 61)和“高时间窃取” (N = 60)三组。首先, 

每组被试测量自身的正念特质并汇报人口统计学

信息。然后, 被试按照指导语回忆最近在上班时间

完全没有摸鱼/适量摸鱼/大量摸鱼的一天, 要求被

试仔细回想那天具体做了哪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那一天的经历 , 不少于 100

字。完成情景回顾后, 被试填写操纵检验测量题项, 

并根据自己所回忆的真实感受, 填写恢复体验测量

题项。这种回忆范式的方法, 已被证明与直接操纵

一样有效, 可以引起被试的特定反应(Li et al., 2023; 

滕玥 等, 2024)。另外, 中时间窃取组和高时间窃取

组被试在完成操纵检验测试后需回答在多大程度

上同意“那天, 我的摸鱼行为是很容易被领导和同

事发现的”, 以测量时间窃取的可隐蔽性。 

2.2  测量工具 
操纵检验工具。采用 Harold 等人(2022)所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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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窃取五维度量表, 其中, 未经批准的休息、

在上班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行为以及在工作场

所与他人过度社交这三个维度强调在工作时间内

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伪造工作时间与操纵自己

的工作速度这两个维度强调故意不客观报告自己

的工作时间或工作效率(Harold et al., 2022)。本研究

关注员工在工作时间如何通过一些非工作活动获

得恢复体验, 因此选择未经批准的休息、在上班时

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行为以及在工作场所与他人

过度社交这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和研究。同时, 借鉴

Hu 等人(2023)的做法, 将这三个维度简化为 3 个题

目, 对被试的时间窃取行为进行操纵检验, 典型题

目如“那天, 我把应该工作的时间花在与工作无关

的事情上”。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84。 

恢复体验。采用 Sonnentag 和 Fritz (2007)开发

的量表, 共 16 道题, 典型题目如“面对工作要求, 

那时候我得到了一丝喘息”。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 

正念。采用 Brown 和 Ryan (2003)开发的量表, 

共 15 道题, 均为反向计分, 典型题目如“我会由于

走神或粗心大意把事情搞砸”。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 

以上测量均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计分方式, 从

“1 = 完全不同意”到“7 = 完全同意”。 

2.3  操纵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三组被试对从事

时间窃取行为的感知有显著差异 (F(2, 179) = 

150.27, p < 0.001), 低时间窃取组(M 低 = 1.72, SD = 

0.72)比中时间窃取组(M 中 = 4.25, SD = 1.16)显著低, 

高时间窃取组(M 高 = 4.76, SD = 1.16)比中时间窃取

组显著高, 说明实验操纵有效。此外, 我们对比分

析了中时间窃取组和高时间窃取组的可隐蔽性得

分, 结果显示, 中时间窃取组的“摸鱼”行为(M 中  = 

4.31, SD = 1.56)比高时间窃取组的“摸鱼”行为

(M 高  = 5.58, SD = 1.48)更不容易被领导和同事察觉

(t (119) = −4.61, p < 0.001), 符合假设中对可隐蔽

性这一特征的阐述。 

2.4  研究结果 
首先, 本研究对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

时间窃取、恢复体验和正念等研究变量进行了描述

性分析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 时

间窃取与恢复体验显著正相关(r = 0.62, p < 0.001)。

根据假设 1, 时间窃取行为与恢复体验呈倒 U 型关

系。因此, 在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正相关的基础上, 

我们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3 水平的时

间窃取(低组 = 1, 中组 = 2, 高组 = 3)对恢复体验

具有显著的二次效应(F (1, 179) = 105.94, p < 0.001)

和显著的线性效应(F (1, 179) = 172.58, p < 0.001)。

进一步对比分析表明, 中时间窃取组(M 中 = 5.14, 

SD = 0.63)被试的恢复体验得分显著高于低时间窃

取组(M 低 = 3.17, SD = 0.88, t (120) = 14.24, p < 

0.001)和高时间窃取组(M 高 = 4.84, SD = 0.55, t 

(119) =2.76, p = 0.007)被试的恢复体验得分。初步

支持了假设 1。 

其次, 假设 4 提出, 正念会调节时间窃取行为

与恢复体验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为验证这一假设, 

本研究以恢复体验为因变量, 并借鉴现有研究经验

(曾慧 等, 2024), 以中位数(M 中位数 = 4.91)为分组依

据将正念特质连续变量转变为分类变量 , 进行 3 

(时间窃取：低 vs. 中 vs. 高) × 2 (正念：低 vs. 高)

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时间窃取与正念的交互效

应显著, F(2, 176) = 6.76, p = 0.001, 假设 4 得到初

步验证。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如图 2 所示), 在

低正念水平下, 中时间窃取组(M 中 = 5.06, SD = 

0.69)被试的恢复体验得分显著高于低时间窃取组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表(研究 1)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1. 性别 — —       

2. 年龄(岁) 33.29 5.58 −0.19*           

3. 教育程度 3.99 0.51 0.12 −0.11         

4. 工作时间 7.22 4.67 −0.10 0.36*** −0.04       

5. 时间窃取 1.99 0.82 −0.01 0.07 −0.04 0.03     

6. 恢复体验 4.38 1.12 −0.03 0.10 0.00 −0.03 0.62***   

7. 正念特质 4.81 0.92 −0.06 −0.03 0.14 −0.12 0.11 0.06 

注：N = 182。性别, 男性 = 0, 女性 = 1;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 1, 中专或高中 = 2, 大专 = 3, 本科 = 4, 研究生及以上 = 5; 时

间窃取, 低组 = 1, 中组 = 2, 高组 = 3。*p < 0.05, ***p < 0.001, 均为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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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时间窃取与正念交互效应下的恢复体验 
 

(M 低 = 3.43, SD = 0.86, t (62) = 8.31, p < 0.001), 而

与高时间窃取组(M 高 = 4.95, SD = 0.62, t(53) = 1.89, 

p = 0.063)被试的恢复体验得分无显著差异; 在高

正念水平下, 中时间窃取组(M 中 = 5.22, SD = 0.56)

被试的恢复体验得分显著高于低时间窃取组(M 低 = 

2.84, SD = 0.82, t (56) = 13.12, p < 0.001)和高时间

窃取组(M 高 = 4.71, SD = 0.41, t (64) = 2.25, p = 

0.029)被试的恢复体验得分。 

最后, 为进一步验证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

的倒 U 型关系和正念的调节作用, 我们借助拔靴法

来检验研究假设。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我

们在构建平方项和交互项之前, 先将时间窃取和正

念进行中心化处理。结果显示(见表 2), 时间窃取一

次项系数为正且显著(β = 0.63, 95% CI [0.56, 0.70]), 

时间窃取二次项系数为负且显著(β = −0.31, 95% 

CI [−0.39, −0.24]), 且随着时间窃取水平由低(−2 

SD 和−1 SD)、中(0 SD)转为高(+1 SD 和+2 SD), 简

单斜率也由正转为负(分别为 1.45、0.93、0.42、

−0.09、−0.61), 说明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呈倒 U 型

关系, 假设 1 得到验证。同时, 时间窃取的平方与

正念的交互项对恢复体验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

(β = −0.21, 95% CI [−0.34, −0.05])。为了更加直观

地表示正念的调节作用, 我们计算了简单斜率并绘 

 

制了调节效应图(见图 3)。结果表明, 当时间窃取行

为处于低水平和高水平时, 相比于低正念, 高正念

条件下的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的关系显著且更强

(−2 SD, 简单斜率差异 = 0.50, 95% CI [0.18, 0.83]; 

−1 SD, 简单斜率差异 = 0.90, 95% CI [0.30, 1.48]; 

+1 SD, 简单斜率差异  = −0.30, 95% CI [−0.56, 

−0.004]; +2 SD, 简单斜率差异 = −0.70, 95% CI 

[−1.21, −0.12]); 当时间窃取处于中水平时, 正念的

调节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0 SD, 简单斜率差异 = 

0.10, 95% CI [−0.004, 0.21])。综上, 正念对这一倒

U 型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假设 4 得到验证。 

3  研究 2：多时点多来源问卷调查 

3.1  样本与程序 
本研究选取位于北京、上海、新疆的 17 家企

业中的员工作为正式调查的研究对象, 主要涉及金

融、咨询、互联网、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行业。

研究者向调研对象及其领导说明调查内容与目的, 

并强调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且会严格保密。在征求

调研对象同意后, 获取了员工及其领导的名单, 并

进行编号和配对。所有参与调查的员工均为自愿参

加, 通过线上方式填写问卷。 

为避免数据同源偏差的影响, 数据采集分三个

时间点进行, 每次间隔 1 个月。第一阶段, 收集了

员工的人口统计学数据, 并让员工评价自身的时间

窃取行为、正念和工间微休息, 该阶段共发放 633

份问卷, 回收 606 份问卷。第二阶段, 让员工评价

自身的恢复体验, 该阶段共发放 606 份问卷, 回收

569 份问卷。第三阶段, 由直属领导评价员工的创

新行为, 该阶段共邀请到 120 名领导参与调研。三

轮调查完成后, 采用编号对数据进行配对, 剔除缺

失重要变量和明显填答不规范的样本后, 最终获得

503 份有效领导−员工配对问卷 , 问卷有效率为

79.46%。在所有被调查的员工中, 男性占比 58.10%;  

表 2  多元回归结果(研究 1) 

变量 

恢复体验 

Estimate 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自变量 时间窃取 0.63*** 0.04 0.56 0.70 

时间窃取平方 −0.31*** 0.05 −0.39 −0.24 

调节变量 正念 0.25*** 0.10 0.07 0.40 

交互项 正念*时间窃取 0.08 0.05 −0.003 0.16 

正念*时间窃取平方 −0.21** 0.09 −0.34 −0.05 

注：N = 182。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所有参数均采取 Bootstrap = 20000 进行估计。**p < 0.01, ***p < 0.001, 均为双尾检验。 



第 1 期 徐世勇 等: “摸鱼”如何带来创新？恢复体验曲线中介效应的情景实验与调查证据 141 

 

 
 

图 3  正念的调节效应(研究 1) 

 

年龄分布在 22~58 岁之间 , 其中 , 22~30 岁占比

33.80%, 31~40 岁占比 43.70%, 41~50 岁占比

18.50%, 51~58岁占比 4.00%; 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

以下占比 15.70%, 本科占比 62.60%, 研究生及以

上占比 21.70%; 在本单位的平均工作时间为 6.71

年(SD = 7.28), 在本岗位的平均工作时间为 6.61 年

(SD = 6.63)。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国内外权威期刊公开发表的成熟

量表, 并对时间窃取行为、正念、恢复体验、工间

微休息的英文量表进行了翻译与回译, 以保证问卷

翻译的准确性; 创新行为直接采用国内学者使用过

的中文量表。 

时间窃取行为。同研究 1, 根据本文研究范围, 

采用 Harold 等人(2022)所开发量表中的在上班时间

从事与工作无关的行为、未经批准的休息、在工作

场所与他人过度社交三个维度进行测量, 每个维度

3 道题, 共 9 道题, 典型题目如“工作期间, 我参与

与工作无关的活动”、“我休息的时间比单位允许我

休息的时间长”。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计分方式, 其

中“1”表示“从无”, “7”表示“总是”。在本研究中, 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 

正念。采用 Brown 和 Ryan (2003)开发的量表, 

共 15 道题, 均为反向计分, 典型题目如“我会由于

走神或粗心大意把事情搞砸”。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

计分方式, 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 “5”表示“完

全符合”。在本研究中,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恢复体验。采用 Sonnentag 和 Fritz (2007)开发

的量表, 共 16道题, 典型题目如在工作时间参与诸

如休息、聊天、上网等非工作活动期间, “我忘记了

工作”、“我放松一下”。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计分方

式 , 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 “5”表示“非常同

意”。在本研究中,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 

创新行为。采用 Scott和 Bruce (1994)所开发的、

王甜等人(2019)所使用的中文版量表进行测量, 将

“我”改编为“该下属”, 共 6 道题, 典型题目如“该下

属经常会产生一些有创意的想法或点子”、“该下属

会为实施创意制定合理的计划与流程”。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计分方式, 其中“1”表示“从不”, “5”表示

“总是”。在本研究中,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 本文控制了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工作时间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同

时, 根据恢复体验相关文献, 工间微休息能够对员

工的恢复体验产生一定的影响(Kim et al., 2017), 

因此本文将工间微休息纳入控制变量, 并采用 Kim

等人 (2018)开发的量表测量员工的工间微休息行

为。量表列举了一些典型休息活动, 如“伸懒腰、在

办公室散步或短暂地放松”, 共 9 道题。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计分方式, 其中“1”表示“从无”, “7”表示

“总是”。在本研究中,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 

3.3  研究结果 
3.3.1  研究变量的区分效度检验与共同方法偏差

检验 

为检验时间窃取、正念、恢复体验、创新行为

这 4 个变量的区分效度, 且考虑到创新行为的数据

结构具有嵌套性问题, 本研究通过 Mplus 8.5 将创

新行为设置为多水平、其他变量设置为个体水平进

行了跨层验证性因子分析。由于本研究模型变量与

对应的测量题目较多, 因此对时间窃取、正念、恢

复体验的测量题目采用平衡法进行打包(吴艳, 温

忠麟, 2011), 每个变量的题目均打为三个包。结果

显示(参见表 3), 相比于其他竞争性模型(单因子模

型、二因子模型和三因子模型), 本研究所使用的四

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更优(χ2/df = 2.41, CFI = 0.97, 

TLI = 0.97, RMSEA = 0.05, SRMRbetween = 0.04, 

SRMRwithin = 0.03), 对不同的构念有更好的区分效

度, 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尽管本研究采取多时点、多来源的调研方法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同源偏差的影响, 但由于数据均

由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 仍然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

差。因此在数据分析前,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

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未经

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4.41%, 小于

40%的临界值。另外, 进行共同方法潜因子模型检

验, 结果显示, 当将共同潜因子纳入模型后, 模型

拟合指标分别为：χ2/df = 2.54, CFI = 0.97, T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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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跨层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²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between SRMRwithin

单因子模型 3182.71 99 32.15 0.37 0.24 0.25 0.38 0.23 

二因子模型 1764.95 98 18.01 0.66 0.59 0.18 0.05 0.14 

三因子模型 848.02 96 8.83 0.85 0.81 0.13 0.04 0.08 

四因子模型 224.02 93 2.41 0.97 0.97 0.05 0.04 0.03 

注：N = 503。单因子模型：时间窃取+正念+恢复体验+创新行为; 二因子模型：时间窃取+正念+恢复体验、创新行为; 三因子模型：

时间窃取+正念、恢复体验、创新行为; 四因子模型：时间窃取、正念、恢复体验、创新行为。 

 

0.96, RMSEA = 0.06, SRMRbetween = 0.06, SRMRwithin = 

0.04。相比于控制前的模型, χ2/df 提升 0.13, TLI 降

低 0.01, RMSEA 提升了 0.01, SRMRbetween 提升 0.02, 

SRMRwithin 提升 0.01, 所有拟合指标变化程度均不

超过 0.13, 说明加入共同方法潜因子后模型的拟合

度未得到显著改善。综上判定, 本研究不存在明显

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29.0 对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变

量、控制变量工间微休息、研究变量时间窃取、恢

复体验、正念、创新行为进行描述性分析和 Pearson

相关分析。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4 所示, 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显著正相关(r = 0.21, 

p < 0.001), 恢复体验与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18, p < 0.001), 时间窃取与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

(r = 0.11, p = 0.012)。这一结果为后续研究假设论证

提供了初步依据。另外,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工作时间、工间微休息等控制变量也与恢复体验、

创新行为等主要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 说明有

必要在分析中加以控制。 

3.3.3  假设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结构是嵌套型数据(创新行

为由一位领导评价多名下属 , ICC1 = 0.35, p < 

0.001), 因此使用 Mplus 8.5 进行多层线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分析。此外, 因

抽样设计导致数据还存在其他层次的嵌套(员工分

布在不同企业中), 我们借鉴张伟雄和王畅(2018)处

理这种样本误差非独立性的经验, 在 Mplus 中加入

COMPLEX 语句进行分析, 并在放入回归模型前, 

将时间窃取、正念等核心变量进行了总均值中心化

处理, 以降低多重共线性影响。 

主效应与间接效应检验。首先, 假设 1提出, 时

间窃取行为与恢复体验呈倒 U 型关系。从表 5 的模

型 3 可以看出, 时间窃取行为的平方项对恢复体验

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β = −0.15, p = 0.001), 并且

随着时间窃取水平由低(−2 SD 和−1 SD)、中(0 SD)

转为高(+1 SD 和+2 SD), 简单斜率也由正转为负

(分别为 0.25、0.14、0.03、−0.08、−0.19), 符合倒

U 型曲线趋势(如图 4 所示), 说明时间窃取行为与

恢复体验的倒 U 型关系成立, 假设 1 得到验证。 

其次, 假设 2 提出, 恢复体验与创新行为呈正

相关关系。从表 5 的模型 6 中可以看出, 恢复体验

对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14, p = 0.002), 

假设 2 得到验证。假设 3 进一步提出, 时间窃取通 

 
表 4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表(研究 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 —                   

2. 年龄 34.91 7.66 0.01                 

3. 教育程度 4.02 0.73 0.05 −0.01               

4. 工作时间(单位) 6.71 7.28 0.03 0.74*** 0.02             

5. 工作时间(岗位) 6.61 6.63 0.03 0.66*** −0.03 0.70***           

6. 工间微休息 3.28 0.93 0.01 0.10* 0.07 0.07 0.06         

7. 时间窃取 2.63 1.06 −0.11* −0.00 −0.00 0.03 −0.02 0.68***       

8. 正念 3.64 0.61 0.06  0.03 0.03 −0.01 −0.06 −0.35*** −0.46***     

9. 恢复体验 3.21 0.51 −0.07 −0.03 0.15** −0.01 −0.01 0.29*** 0.21*** −0.12**   

10. 创新行为 3.60 0.79 −0.14** 0.12** 0.03 0.18*** 0.16*** 0.12** 0.11* −0.04 0.18***

注：N = 503。性别, 男性 = 0, 女性 = 1;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 1, 中专或高中 = 2, 大专 = 3, 本科 = 4, 研究生及以上 = 5。
*p < 0.05, **p < 0.01, ***p < 0.001, 均为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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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时间窃取的主效应(研究 2) 
 

过恢复体验间接影响创新行为。表 5 的模型 7 显示, 

同时加入时间窃取、时间窃取的平方项和恢复体验

之后, 时间窃取的平方项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并不显

著(β = 0.03, p > 0.05), 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依旧显著(β = 0.14, p = 0.002), 初步判断时间窃取

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最后, 由于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呈非线性的倒

Ｕ型关系, 中介变量 M 随自变量 X 的变化而非线

性变化, 因变量 Y 也随 M 的非线性变化而变化, 不

存在一个单一的间接效应来表征 X 通过 M 对 Y 的

间接影响。因此, 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的经验(Hu 

et al., 2019; 刘智强 等, 2023), 使用 Hayes 和

Preacher (2010)提出的瞬时间接效应检验方法, 估

计在低(−2 SD 和−1 SD)、中(0 SD)和高(+1 SD 和+2 

SD)水平下, 时间窃取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的

瞬时间接效应, 并使用 Preacher 和 Selig (2012)推荐

的 Monte Carlo 方法, 来估计其 95%的置信区间。

结果显示(见表 6), 当时间窃取行为在低(−2 SD, 间

接效应 = 0.05, 95% CI [0.01, 0.09]; −1 SD, 间接效

应 = 0.03, 95% CI [0.01, 0.05])、高(+2 SD, 间接效

应  = −0.03, 95% CI [−0.07, −0.004])水平时 ,  

 

其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 ; 而

当时间窃取行为在高(+1 SD, 间接效应  = −0.01, 

95% CI [−0.03, 0.001]), 中 (0 SD, 间接效应  = 

0.01, 95% CI [−0.003, 0.02])水平时, 其通过恢复

体验对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不显著。综上得出, 时

间窃取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 

呈现出断档且非线性的瞬时间接效应趋势 , 假设

3 得到验证。 

调节效应检验。假设 4 提出, 正念会调节时间

窃取行为与恢复体验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从表 5

中的模型 4 可以看出, 正念与时间窃取平方的交互

项对恢复体验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0.29, p < 

0.001)。为了进一步了解正念对时间窃取行为与恢

复体验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计算了简单斜

率, 并使用 Monte Carlo 法估计其 95%的置信区间。

结果如表 7 所示, 当时间窃取行为处于低水平时, 

正念的调节效应显著(−2 SD, 简单斜率差异 = 0.53, 

95% CI [0.29, 0.77]; −1 SD, 简单斜率差异 = 0.30, 

95% CI [0.15, 0.45]); 当时间窃取行为处于高水平

时 , 正念的调节效应也显著(+1 SD, 简单斜率差

异  = −0.16, 95% CI [−0.31, −0.01]; +2 SD, 简单斜

率差异 = −0.39, 95% CI [−0.63, −0.15])。基于此, 

假设 4 得到验证。最后, 本研究绘制了调节效应图, 

以更直观地表示正念的调节作用。如图 5 所示, 正

念正向调节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的倒 U 型关

系, 员工的正念水平越高, 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

间的倒 U 型关系越强。 

有调节的间接效应检验。假设 5 提出, 正念调

节了时间窃取对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为了验证有

调节的间接效应差异的显著性 , 我们使用 Mplus 

8.5 检验了在低正念水平和高正念水平这两种情况 

表 6  瞬时间接效应的 Monte Carlo 分析结果 

自变量取值 
瞬时间接效应值(95% CI) 

TT − 2 SD TT − 1 SD TT 0 SD TT + 1 SD TT + 2 SD 

主效应模型 0.05 
[0.01, 0.09] 

0.03 
[0.01, 0.05] 

0.01 
[−0.003, 0.02] 

−0.01 
[−0.03, 0.001] 

−0.03 
[−0.07, −0.004] 

调节模型      

正念 + 1 SD 0.10 
[0.03, 0.19] 

0.06 
[0.02, 0.10] 

0.01 
[−0.01, 0.02] 

−0.04 
[−0.08, −0.01] 

−0.09 
[−0.17, −0.03] 

正念 − 1 SD 0.01 
[−0.03, 0.05] 

0.001 
[−0.02, 0.03] 

−0.01 
[−0.02, 0.01] 

−0.01 
[−0.04, 0.01] 

−0.02 
[−0.07, 0.02] 

差异 0.09 
[0.03, 0.18] 

0.05 
[0.02, 0.10] 

0.01 
[−0.005, 0.04] 

−0.03 
[−0.07, −0.001] 

−0.07 
[−0.14, −0.02] 

注：N = 503, TT 表示时间窃取行为, 全模型的多项式回归公式：M = b0+b1X+b2X
2+b3W+b4XW+b5X

2W, Y = a1X+a2X
2+b6M。主效应

模型的瞬时间接效应基于(b1+2b2X)b6 计算, 被调节的瞬时间接效应基于(b1+2b2X+b4W+2b5XW)b6 计算(Maruping et al., 2015), 所有

参数均采取 Monte Carlo (20000)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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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的简单斜率分析结果 

自变量取值 
简单斜率(95% CI) 

TT − 2 SD TT − 1 SD TT 0 SD TT + 1 SD TT + 2 SD 

主效应模型 0.25 
[0.12, 0.50] 

0.14 
[0.05, 0.26] 

0.03 
[−0.05, 0.05] 

−0.08 
[−0.26, −0.05] 

−0.19 
[−0.50 −0.12] 

调节模型      

正念 + 1 SD 0.58 
[0.35, 0.80] 

0.31 
[0.17, 0.44] 

0.04 
[−0.04, 0.11] 

−0.24 
[−0.36, −0.10] 

−0.51 
[−0.73, −0.27] 

正念 − 1 SD 0.04 
[−0.18, 0.27] 

0.005 
[−0.13, 0.14] 

−0.04 
[−0.11, 0.04] 

−0.07 
[−0.20, 0.05] 

−0.11 
[−0.33, 0.11] 

差异 0.53 
[0.29, 0.77] 

0.30 
[0.15, 0.45] 

0.07 
[−0.03, 0.17] 

−0.16 
[−0.31, −0.01] 

−0.39 
[−0.63, −0.15] 

注：N = 503, TT 表示时间窃取行为, 主效应模型的简单斜率基于 b1+2b2X 计算, 调节模型的简单斜率基于 b1+2b2X+ b4W+2b5WX

计算。 

 

 
 

图 5  正念的调节效应(研究 2) 
 

下, 当时间窃取处于低水平、中等水平以及高水平

时 , 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的瞬时间接效应值 , 

并使用 Monte Carlo 方法估计其 95%的置信区间。

结果如表 6 所示, 在高正念水平情况下, 时间窃取

水平较低时, 瞬时间接效应为正且显著(−2 SD, 间

接效应 = 0.10, 95% CI [0.03, 0.19]; −1 SD, 间接效

应 = 0.06, 95% CI [0.02, 0.10]); 时间窃取水平较

高时 , 瞬时间接效应为负且显著(+ 1 SD, 间接效

应  = −0.04, 95% CI [−0.08, −0.01]; + 2 SD, 间接效

应 = −0.09, 95% CI [−0.17, −0.03]), 这与时间窃取

与恢复体验呈倒 U 型关系, 进而影响创新行为的研

究假设相吻合。并且 , 当时间窃取处于低水平时 , 

其瞬时间接效应在不同正念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

(−2 SD, 间接效应差异 = 0.09, 95% CI [0.03, 0.18]; 

−1 SD, 间接效应差异 = 0.05, 95% CI [0.02, 0.10]); 

当时间窃取行为处于高水平时, 其瞬时间接效应在

不同正念水平下的差异依旧显著(+1 SD, 间接效应

差异 = −0.03, 95% CI [−0.07, −0.001]; +2 SD, 间接

效应差异 = −0.07, 95% CI [−0.14, −0.02])。因此, 

时间窃取对创新行为的瞬时间接效应在不同正念

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 5 得到验证。 

3.3.4  补充检验 

以上章节汇报了包含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 为

了保证研究结论的透明度和稳健性, 我们也汇报不

含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数据结果显示, 时间窃取

对恢复体验具有显著的线性效应 (β = 0.21, p < 

0.001)。另外鉴于平方项有助于解释未被线性模型

捕捉到的额外方差, 我们继续将时间窃取平方项纳

入分析模型, 以更全面地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结

果表明 , 时间窃取平方项对恢复体验的影响(β = 

−0.15, p = 0.004)以及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β = 0.15, p = 0.001)依旧显著, 再次证明时间窃取

与恢复体验呈倒 U 型关系, 并进而影响员工的创新

行为。同时, 时间窃取的平方与正念的交互项对恢

复体验的影响也显著(β = −0.32, p < 0.001), 表明没

有控制变量的结果依旧支持正念对时间窃取与恢

复体验关系的调节作用, 这进一步支撑了本研究的

结论。 

此外, 为了检验变量间反向因果的可能性, 根

据 Kline (2011)的建议, 本研究比较了假设模型(时

间窃取→恢复体验→创新行为)和反向因果模型(创

新行为→恢复体验→时间窃取 )的赤池信息准则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贝叶斯信息准

则(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指标, 较小

的 AIC 和 BIC 值表明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更高。

结果显示假设模型(AIC = 1797.185, BIC = 1890.03)

的指标要小于反向因果模型的指标(AIC = 5008.05, 

BIC = 5122.01), 表明假设模型比反向模型更优 , 

本研究理论模型存在因果关系倒置的可能性较小。 

最后, 为分析时间窃取对创新行为的复杂影响

是否是由创新二元性所造成的, 我们将创新行为分

为创新想法提出和创新想法执行, 分别将它们作为

因变量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显示, 低水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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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取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想法提出 (TT − 2 SD, 

间接效应  = 0.07, 95% CI [0.01, 0.13]; TT − 1 SD, 

间接效应 = 0.03, 95% CI [0.01, 0.07])和创新想法

执行(TT − 2 SD, 间接效应 = 0.08, 95% CI [0.02, 

0.15]; TT − 1 SD, 间接效应 = 0.04, 95% CI [0.01, 

0.08])均产生积极效应, 高水平的时间窃取则会通

过降低恢复体验而阻碍创新想法提出(TT + 2 SD, 

间接效应 = −0.07, 95% CI [−0.13, −0.01]; TT + 1 

SD, 间接效应 = −0.03, 95% CI [−0.07, −0.01])和创

新想法执行(TT + 2 SD, 间接效应 = −0.08, 95% CI 

[−0.14, −0.02]; TT + 1 SD, 间接效应 = −0.03, 95% 

CI [−0.07, −0.001])。这一结果与本文的假设观点一

致, 即时间窃取通过恢复体验间接地影响创新行为, 

包括创新想法提出和创新想法执行。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的非线

性关系和正念特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以及其对员

工后续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1 的实验结果表明, 

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呈倒 U 型关系：当时间窃取处

于中低水平时, 员工可以暂时从工作需求中解脱出

来, 从非工作活动中获得恢复体验; 然而, 一旦超

过某个程度, 员工从事越多的时间窃取, 越担心被

发现和被惩罚, 恢复体验反而会削弱。而这一关系

的强弱依赖于正念特质这一重要边界条件。具体来

说, 具有高正念特质的员工在从事时间窃取时, 更

容易产生过犹不及的效应。研究 2 通过问卷调查进

一步检验了整个模型, 再次验证并拓展了上述结论, 

即时间窃取会对恢复体验产生非线性影响 , 进而

间接地促进或抑制创新行为 , 这一关系受到正念

的调节。 

4.1  理论贡献 
具体而言, 本研究从三个方面做出理论贡献：

首先, 本研究从资源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时间窃取这

一行为, 挑战了以往研究将其视为一种意图伤害组

织的生产偏差行为的传统观点(Harold et al., 2022; 

Martin et al., 2010)。传统观点认为, 时间是一项重

要的组织资产, 员工从事时间窃取就是在损害组织

利益(Harold et al., 2022; Henle et al., 2010)。然而, 

本研究发现, 适量的时间窃取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

工作内恢复形式, 满足个体在工作中“即时”补充资

源的需要。一旦资源得到即时修复与重建, 员工更

有可能在工作中感到精力充沛。因此 , 我们认为 , 

时间窃取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消极偏差行为并

不总是有害的, 在某种适宜的情境下可能会发挥独

特的恢复价值, 进而对员工的工作表现(创新行为)

产生积极影响。这一观点增进了我们对时间窃取本

身的再认识, 同时也回应了之前学者提出的探讨工

作内恢复效果和机制的呼吁(唐汉瑛 等, 2019; 吴

伟炯 等, 2012)。 

其次, 本研究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 揭示了

时间窃取会对员工恢复体验产生非线性影响, 进而

影响其后续的创新行为, 拓展了时间窃取的后效研

究。具体而言, 我们发现, 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行

为能够让员工暂时地摆脱工作压力, 停止资源损耗, 

并通过一些非工作活动获取恢复体验; 而高水平的

时间窃取行为由于被发现和被惩罚的风险增加, 导

致员工在从事非工作活动时更加容易紧张与担忧, 

反而会阻碍其恢复体验。通过这种对恢复体验的曲

线作用, 时间窃取可以间接地影响员工后续的创新

行为。这一发现不仅厘清了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

间的倒 U 型关系, 为时间窃取的过犹不及效应提供

了新的理论解释, 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时间窃取后

效影响的认识。 

最后, 本研究探讨了正念在调节时间窃取与恢

复体验和创新行为之间关系时的双重作用, 揭示了

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积极效应与潜在成本, 这为理

解正念的复杂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具体来说, 正

念能够使员工更清晰地意识到当前的想法、情绪和

环境(Hyland et al., 2015)。当从事中低水平时间窃

取行为时, 由于违规程度低, 行为隐蔽性高, 员工

不太担心被发现。这时来自工作环境的可用线索少, 

高正念(相比于低正念)的员工更关注当下内在体验, 

更容易从非工作活动中获得恢复体验, 进而激发创

新行为。但当从事中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时, 随

着可隐蔽性优势的降低, 员工的行为很容易被领导

和同事察觉, 招致他们的不满与惩罚。而正念增强

了员工对工作环境中可用线索的意识和注意力

(Kao et al., 2021)。这时, 高正念(相比于低正念)的

员工更容易感知到来自组织规范的压力, 从而增加

了通过时间窃取获得恢复体验的难度。综上而言, 

本研究发现, 正念在不同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中发

挥不同的调节作用。 

4.2  实践启示 
传统的管理观念强调时间与产出直接相关, 认

为时间窃取必然会降低员工的工作产出 (Baskin 

et al., 2017)。为此, 在实践中, 管理者往往会采用

诸如时间监控软件等手段来减少这种行为。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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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发现, 这反而会增加员工的压力, 进而导致

员工工作效率的降低(Fu et al., 2021)。因此, 我们要

重新审视时间窃取这一行为。首先, 管理者要意识

到员工从事时间窃取不一定是意图损害组织效益, 

而是可能将其作为一种压力应对方式, 尽管这种应

对方式并不总是有效的。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适

量的时间窃取可以作为一种工作内恢复形式, 为员

工提供恢复体验, 实现即时的资源修复与重建, 进

而激发创新行为。这种情况下, 过度采用时间控制

等手段可能会降低员工的恢复体验, 反而阻碍创新

绩效的提升。我们建议, 管理者需要找到适合企业

自身文化和工作环境的管理颗粒度, 既不过度监控, 

也不放任自流, 以兼顾效率和创新绩效。其次, 本

研究发现, 时间窃取行为并非一成不变的利好。高

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反而可能产生过犹不及效应, 

阻碍员工的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因此, 员工应当

理性地管理自己的时间窃取行为, 可以将其视作一

种应对压力的策略, 帮助自己实现恢复, 同时也要

意识到过度时间窃取可能会损害自身的恢复体验

和创新绩效。此外, 本研究强调了培养员工正念的

重要性。正念不仅有助于员工更好地进行工作内恢

复, 还能帮助他们更清晰地感知到过度时间窃取对

自身恢复体验的消极影响。通过培养正念, 员工可

以敏锐地在时间窃取中找到平衡, 通过非工作活动

获得最大化恢复效果的同时, 最大程度地降低其负

面影响。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首先, 本研究结合了情景回顾实验和多时点−

多来源的问卷调查方法, 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但在研究设计上仍然存在一些局限。第一, 为了降

低干扰因素对内部效度的影响, 我们在研究 1 中采

用精简的实验设计仅验证了模型的前半段, 未来的

研究可以尝试采用更加严格的实验控制条件, 对整

个模型进行完整的检验。第二, 中低水平的时间窃

取行为具有隐蔽性, 同事与领导很难准确评价。因

此, 本研究采用员工自我报告的方式来测量时间窃

取行为, 这可能受到社会称许性偏差的影响。未来

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问卷与客观数据相结合的方

式来测量员工的时间窃取行为, 如利用员工在非工

作网页与 APP 上的流量数据等, 以降低测量误差, 

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第三, 不同于 Shin和 Grant 

(2021)提出的适度拖延给予个体更多时间进行思考

和孵化新想法, 本研究强调员工通过时间窃取可将

注意力和意识从工作需求中脱离出来(而不是在大

脑潜意识中继续处理工作任务), 以实现资源的即

时恢复与重建, 进而促进创新行为。因此, 本研究

认为时间窃取与拖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不同, 

并未控制拖延这一变量。但鉴于两者在概念上都包

括不当利用工作时间的要素(Harold et al., 2022), 

未来关于时间窃取的研究可以考虑将拖延纳入控

制变量范围。第四, 本研究尝试在补充分析中将创

新行为细分为创新想法的提出和执行两个维度来

更全面地探讨时间窃取的影响。然而, 由于本研究

所采用的创新行为量表本身为一维结构 (Scott & 

Bruce, 1994), 未明确区分这两个维度, 因此在测量

效度方面存在局限。未来的研究可考虑采用能够区

分并测量创新二元性的多维量表, 以提高研究的精

确度和实用性。 

其次, 员工的时间窃取行为可以分为主动型和

被动型, 同时, 员工也会出于不同动机从事不同类

型的时间窃取行为(Baskin et al., 2017)。例如, 为了

获得积极社交情感而与同事闲聊。这些不同类型的

时间窃取行为对员工的心理状态和工作表现的影

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探究不

同类型的时间窃取行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及其作

用机制。 

此外, 本研究认为, 应辩证地看待时间窃取行

为, 它不仅仅是一种消极表现, 还是员工应对压力

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能够在某种适宜的情境下为

创新行为提供新的动力与资源。这启示我们：未来

研究可考虑从时间窃取这类偏差行为的双面特性

入手, 在更广泛的情境中系统地探讨偏差行为对创

新的复杂影响, 从而为平衡员工的行为监管与创新

激励提供理论启示。 

最后,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算法监控的广泛应用, 

员工的工作行为和绩效逐渐被数据化和实时跟踪。

在这种情境下, 员工究竟会因算法监控过严而不能

即时补充资源进一步导致其创新受阻, 还是会在与

算法的博弈中激发自身的创新潜力, 仍是亟待深入

探讨的问题。因此,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数字化

与算法管理背景下时间窃取的新表现形式及其对

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 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数字化

工作环境中时间窃取行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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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employees’ time theft—defined as engaging in unapproved non-work-related 

activities during work hours—has become increasingly hidden and widespread. Most prior studies have assumed 

that such behavior negatively impacts performance, focusing on mechanisms to reduce time theft within 

organizations. However, few have considered the potential positive effects of time theft or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may yield positive or negative outcomes. Drawing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oo-much-of-a-good-thing” effect of time theft and explores how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it 

influences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recovery experience. Additionally, we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to identify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ime theft’s effects. 
To ensur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 we adopted a combination of experimental study (Study 1) 

and survey study (Study 2). In Study 1, we utilized a single-factor, three-level between-subjects design, 

randomly assigning 182 participants to one of three conditions. Participants first assessed their mindfulness 

traits and provide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hey were then instructed to recall and describe a recent 

workplace time theft incident at one of three levels (high, medium, or low). Afterward, they completed measures 

of mindfulness and recovery experience and a manipulation check. In Study 2, we used a multi-wave, 

multi-source design to collect data from 633 employees.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hree phases, with a 

one-month interval between each phase. In the end, we obtained a leader-employee matched dataset with 503 

observations across all three waves to test the proposed model. 
The experimental data (Study 1)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in the medium-level time theft group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recovery experience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low- and high-level time theft conditions.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ed that mindfulnes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theft and recovery experience. 

Employees with higher mindfulness experienced a stronger positive effect of time theft on recovery. In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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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n that the data was nested (i.e., multipl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was assessed by the same leader), 

we employed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to test our hypotheses.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theft and recovery experience, and this effect was moderated by 

mindfulness. Additionally, following established methodologies, we used the “instantaneous indirect effect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time theft on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recovery experience. To 

further assess these indirect effects, we conducted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with 20 000 replications to generat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in R 4.2.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ime theft influenced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recovery experience, with mindfulness strengthen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Drawing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we explored how time theft influenced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recovery experience. We also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 b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time theft on 

employee innovation, we offered a novel perspective that time theft, rather than being solely detrimental, can 

also provide benefits to organizations. Second, we identified the curvilinear mediation effect of recovery 

experience, suggesting that time theft and recovery exhibited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hich indirectly 

influenced innovative behavior. Finally, we highlighted both the positive effects and potential costs of 

mindfulness as a moderator between time theft, recovery experience, and innovation, thus clarify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ime theft affected recovery experience. 
Keywords  time theft, recovery experience, mindfulness, innovative behavior 

 

 


